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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变革会带来思想观念的转变。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农村原有的道德规范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新的道德秩序尚未
建立的情况下 , 农民出现了信仰缺失问题。发展农村经济可提供农民道德重建的物质基础 ; 重新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 , 建立非政府组
织 , 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 ,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可消除农民信仰缺失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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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brings great changes of the thoughts .Inthe process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intrinsic moral of rural areas can’t
meet the need of the social rapid development .Before the new moral construction,the problemof faith deficit appears among the farmers .Therefore ,we
should take some measures to remov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n farmers’faith deficit ,such as developing rural economics to meet the need of farmers’
moral reconstruction ,re-evalu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constructing NGO,expanding citizens’participation i n political affairs ,and cultivating farmers’
civism,e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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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的同时 ,

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剧烈的震荡和转变, 这就使得具有一

定历史惯性的原有道德观念与新道德观念之间产生矛盾乃

至尖锐的冲突。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 农民原有的生活习

惯、价值观念经受了巨大的挑战 , 在剧烈变化的社会面前, 他

们感到无所适从, 充满了失望和挫折感, 导致近年来我国部

分农村地区 , 各种地下宗教、邪教力量和民间迷信活动快速

扩张和“复兴”, 对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传统文化思想形成了

强烈的冲击, 农民中正在出现一种“信仰缺失”。一些封建迷

信活动不仅正在破坏我国农村文化的原生态, 而且正在改写

群众的价值观, 酝酿着严重的政治矛盾、宗教矛盾, 给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带来危险, 给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造成隐患。

1  农民信仰缺失现状

农村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薄弱地区。转型期的农民 , 精神

上感到迷茫和空虚, 没有安全感, 越来越需要现实的精神寄

托, 于是他们转向了给人寄托的宗教, 转向了家庭和后代, 从

某种意义上讲, 这些已成为他们的生活动力和精神支柱。正

当的宗教信仰是受法律保护的, 但近年来广大农村地区封建

迷信势力有迅速抬头趋势, 许多邪教组织披着宗教的外衣 ,

大肆侵蚀着农民的精神世界, 危害着社会的安定团结, 使原

本精神生活匮乏的农民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道德信仰失范。

1 .1 农村陈规陋习的存在, 导致封建迷信活动抬头  由于

长期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一些陈规陋习目前在农村中有较严

重的抬头现象。一是婚嫁丧葬大操大办搞攀比。改革开放

以来, 随着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农村出现了婚丧嫁

娶大搞攀比的现象。孩子结婚的费用逐渐升高, 使得农村中

较为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更有甚者, 一些生活较为富裕的

家庭修葺豪华墓地, 不但给去世的人修, 活着的人也给自己

身后找到了“安身之处”, 此举不但占用了大量耕地, 破坏了

环境, 而且不利于农村移风易俗、文明丧葬新风气的确立。

二是封建迷信活动还有较大的市场。近几年来, 一些宣扬超

自然力量的迷信、巫术和种种诈骗活动沉渣泛起: 算命先生

生意红火; 巫婆神汉忙于接待信徒; 群众集资建庙宇神坛, 甚

至忙得把农活搁在了一边⋯⋯参加迷信活动的人群中 , 不但

有农民 , 有工人和知识分子, 甚至有党员和领导干部。他们

求神问仙, 烧香跪拜, 虔诚的样子让人哭笑不得。在肇州县

大阁庙村号称“仙姑”家小院的门前, 求仙姑治病的人络绎不

绝; 黑龙江绥化地区气功科学研究会的“张大师”用黄裱纸画

着咒语 , 替人治眼病, 生意竟异常红火[ 1] 。

1 .2 各种合法宗教组织发展较快, 同时也使邪教组织有了

可乘之机 改革开放的大潮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 也使

得以往高度集中的农村组织化程度极大地弱化, 甚至出现个

别地方基层组织处于瘫痪的境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单个

农民, 感到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和命运无法预料 , 无法定位自

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坐标, 从而产生孤立无援和漂泊无依的

疏离感, 迫切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组织向他们伸出援助之

手”[ 2] 。由于基层组织功能的弱化, 宗教信仰组织等在某种

程度上代替了基层组织的部分功能, 满足了人们心理归属和

组织依赖的需要。同时, 随着党的信仰自由政策的推行 , 信

仰与否已被人们看作个人自由, 国家不仅不予干涉, 还给予

法律保护, 客观上为各种信仰扩大影响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经济是小农经济, 小农人口众多 , 小农经

济的制约性使我国传统上形成了多神信仰民俗, 为异端邪说

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封建迷信, 巫术和宗法

思想等经过几千年的历史, 其中的许多观点和思想早已根深

蒂固, 神秘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 渗透到人

们的思想和行为中代代相传,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邪教

组织的发展。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邪教活动在我国蔓延

很快, 参与人数多 , 影响危害大。其中危害最大的“法轮功”

邪教组织, 从1992 年开始蔓延, 并于1999 年制造了“4·25”事

件, 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迷惑人们的心灵, 给社会造成

了极大的危害。

安徽农业科学 ,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8 ,36(18) :7911 - 7913 ,7916                  责任编辑  李菲菲 责任校对 卢瑶



1 .3  集体主义精神的逐渐淡化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

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 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

成的网络’”[ 3] ,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 随时随地都是

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 而是自我主

义”[ 3] 。这种由己推人的自我主义更多地注重自身利益, 漠

视公共事务, 体现是自私自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来, 农民摆脱了人民公社那种束缚多而保障少的机制, 个性

和自由增多, 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提高, 使得农村

的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但是土地分包到户使得农户经营

更加分散 , 小农经济得到强化, 广大农民的“生活条件相同 ,

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 他们的生产方式不

是使他们互相交往, 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 这种隔离状态由

于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 4] 。这种分散经营、

各自为政的方式使得多数农民更加关注“自我”, 强调获取自

身利益, 而对于集体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人民公社时期依靠

强制培养起来的社会主义集体意识受到严重削弱, 集体奉献

精神大不如前。并且在农民中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 希

望不经自己努力而享受其他人争取到的权益, 村社的凝聚力

进一步减弱 , 村社的团结功能弱化, 使得农村的公共设施建

设长期得不到维护和更新, 公共空间狭小, 不利于通过公共

事务的参与来培养公民人格, 以至于成为“一盘散沙”。农村

的改革表面上使得农民以更独立的个体存在, 更易以竞争的

方式推动农民致富, 但实质由于农民缺乏组织优势, 缺乏集

体谈判、维护自己权力的能力, 在强大的公权力和市场经济

的面前更易受到伤害, 这使得农民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大大

减弱, 不利于农民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2  农民信仰缺失问题出现的原因

信仰是文化结构中价值观念系统的核心, 信仰问题已成

为转型期社会文化重塑的核心问题。当前我国农民信仰出

现危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信仰危机与造成信仰危

机的因素互为因果 , 构成信仰缺失综合症。

2 .1 新旧思想的碰撞引发迷茫感  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 ,

一直面临着精神信仰缺失和物质主义的侵蚀, 承担着很大的

压力。人一旦在他们的生存环境被改变之后, 一个健全的人

精神上一定面临着极大的冲突。19 世纪中期, 西方国家用炮

舰打开中国的大门, 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过程。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加快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解体, 生产、生

活方式的转变导致了价值观念的转变, 以前所固有的约束大

众的道德规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 导致乡村社会价值体系失

范。以后随着革命的推进, 一切传统价值观念都被重估。在

广大的农村 , 虽然官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得到提倡, 但由于

小农经济并未解构, 新的生产方式没有建立起来, 儒家传统

的价值观念在规范人们日常行为方面仍旧占据上风。真正

发生转变的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步伐

的加快, 市场经济对农村造成了更大的冲击, 传统社会加速

向现代社会转型, 传统道德观念受到冲击, 长期以来规范人

们日常行为的方式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了效用, 而新的道德观

念尚未建立, 新的核心价值观还没有被百姓熟知和接受。同

时,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人口流动加快 , 大量的农民工离开习

惯的生活方式, 涌向城市。当他们返乡时, 也带回了城市的

价值观念 , 对农村保守的传统价值观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在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 一些西方国家跨文化传播, 它们

的民主、自由、权利等思想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形成了严

重冲击, 也促使人们的思想道德发生变化。加上一百多年来

官方意识形态摒弃了传统文化中的诸多优秀观念 , 总在试图

用西方思想改造自己的传统文化 , 也是导致农民思想混乱的

原因之一。这样, 不同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道德行为、价

值标准云集交汇, 这一切使得农民不知所从, 找不到情感归

宿, 感觉异常迷茫和困惑。

2 .2  农民社会保障欠缺和精神生活空虚使人们缺少寄托  

尽管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了增加, 生活同比有了很大的改

善, 但同城镇居民相比, 生活水平仍然较低, 且有相当数量的

农民仍然在温饱线附近徘徊。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不健全, 覆盖面窄, 申请救济门槛过高, 保障水平低, 有些地

方屡屡出现因病致贫、返贫现象。目前虽然在部分地区实行

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但大多数农民基本上是自我医疗保

障, 得点小病, 常常无钱就医或不能就近治疗 ; 得了大病就得

大量借债 , 有的甚至因治病而倾家荡产。随着城镇户籍制度

的放开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离开家

乡, 走进城市寻找新的机会 , 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 , 但是由于“身份壁垒”的限制, 进城的农民不能和城

市居民享受同等的权利 , 所以他们“叶落归根”的思想比较

浓。留守的妇女与老人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年龄、经济条件

等方面的限制, 普遍感到精神生活空虚 , 文化生活贫乏, 为了

寻求精神寄托而选择了信教等信仰方式。由于农民较低的

文化素质以及农村各种文化场所的缺乏, 导致了农村的精神

文化生活更加贫乏。多数村庄没有读书看报、看影视剧、体

育活动、消遣娱乐、社交活动的场所, 宗教组织则为这些农村

妇女和老人提供了相互交流与排遣寂寞的平台, 每周一次的

教堂聚会, 除了讲经说道之外, 还有教唱圣歌、弹琴等各项活

动, 这也是吸引部分农民信教的原因之一。

2 .3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里, 政府

总是掌握着组织的垄断权, 而任何可供选择的体制会被认为

是对政府的一种威胁”[ 5] 。因此, 在“儒表法里”统治原则的

指导下, 中国历代专制君主奉行打击豪强、抑制兼并、禁止族

居的政策, 使得古代中国各种社会性组织包括宗族—血缘共

同体组织并不发达。1949 年以后, 由于政府把传统宗族、社

区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认为是对自己权威潜在的威胁 , 它们

几乎全被解构、扫荡几尽,“国家把所有人纳入自上而下的动

员体系中, 每个人都归属于国家, 在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挤

压下, 其他社会组织趋于消失”[ 6] ,“连革命中作为工具的农

会, 在土改后也消亡了, 农村组织前所未有的一元化”[ 7] 。到

1978 年 , 中国政府认识到, 将一切统起来会扼杀社会创造力 ,

于是出台了一系列“松绑”、“放权”式的改革, 使得农村也出

现了一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民间组织。现代社会组织化程

度越高的群体, 其功能越强 , 更有利于应对社会各方面的问

题。“农民的信仰多元化, 使人民公社时期的组织形式和组

织意识逐渐被抛弃, 农民也期待有较强组织能力的机构来解

决农民在市场经济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8] 。但事与愿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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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民缺乏权利意识, 加上政府对建立民间组织设置门槛

过高, 使得农民建立民间组织缺乏制度化支持 , 农村现有的

民间组织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导致农民在市场经济体制中

缺乏集体谈判的能力 , 权益经常受到侵害。思想混乱的农民

无法提高自身的组织化程度, 他们以更分散的形式存在, 乡

土村庄和农民群体的凝聚力大大减弱。农村分散的小农经

济本来就没有很好地加强农村社会的团结 , 如今, 农民在现

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失望和挫折感又使得农民出现信仰

缺失问题, 这些新问题的存在又进一步弱化了农民的团结因

素, 占中国大部分人口的农民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 很大程

度上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可能成为农村稳定的隐患。

3  解决农民信仰缺失问题的探索

在改革日益向纵深推进的今天, 对当前农村出现的信仰

缺失, 既不可故意夸大它的消极影响, 也不能听之任之、置之

不理。解决对策就是正视农民正当的宗教信仰需求, 尊重他

们的信仰多元化, 既要让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果 ,

也要对农民的信仰活动进行引导 , 使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找到

精神的慰安所, 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重建农村的道德秩序 ,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3 .1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为重建农民道德信仰提供物质基

础 农村经济落后是农村出现信仰缺失问题的主要原因之

一,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是稳定农村社会秩序、

重建农民道德信仰的重要措施。新时期的农民需要切切实

实的利益来诱导, 他们需要从现实的好处中来证实这种理论

和信仰的价值所在。越来越具有市场精神和经济理性的农

民, 不再信奉那些被宣传得极为崇高的理论。因而, 让农民

逐步富裕起来, 让农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是解决农民信

仰缺失问题的根本措施。在新形势下, 必须坚持党在农村的

基本政策 , 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只有赋予农民长期而

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农民才有爱惜土地的积极性, 才会有

加大对土地投入的热情。政府必须更新理念, 转变职能, 放

松管制, 树立服务意识, 加强宏观调控职能, 建立新的国家农

业体系。在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 , 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

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

营。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新解读, 有意识地建

立产业化大农业, 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大规模地耕种土地 ,

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的多,“只有在这

种巨大规模下, 才能应用一切现代化辅助工具、机器等, 从而

使小农明显地看到基于组合原则的大规模经济的优越

性”[ 9] 。可探索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分给农民的各小块土地结

合起来, 并且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规模经营, 才能更便于采

用新技术, 节省劳动力, 优化资源组合,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这一过程必须遵循自愿、互利的原

则, 不能采用强制的手段。这样, 通过合理利用土地, 既能使

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得到解放, 促使他们寻求更好的发展机

会, 又能有效利用新技术, 增加土地的收益 , 提高农民的收

入, 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为道德的重建提供物质基础。

3 .2 放松管制,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 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

 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和群众性合作组织是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现实选择, 也是更好地服务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

途径。现在农村的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如产业联合社、同业公

社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引导产业发展、技术服务和信息传

递方面, 发挥了许多政府无法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受传统思

想的影响, 政府对于非政府组织一直心存戒心 , 害怕非政府

组织的发展会对政府的权威构成威胁, 对非政府组织的成立

设置了过高的门槛, 并且现有的非政府组织也都需要挂靠在

政府某一部门, 成为便于控制的“半官方组织”, 从而限制了

这些组织功能的发挥。尤其当公权力与农民的利益发生冲

突时, 这些组织能否形成集体谈判能力、维护农民权益是不

得而知的。为此, 政府官员要切实转变观念, 放松管制, 树立

“以民为本”的服务意识,“既不把非政府组织看作是政府控

制公民的领域, 也不将它看作是公民对抗政府的阵地, 充分

认识到非政府组织是国家与公民合作的领域”[ 10] , 政府和非

政府组织并非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 而是互补合作的伙伴

关系。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结合, 为共同关心的事业走到一

起, 这样的组织为人们在日常工作中学习如何平等相处、相

互信任, 并用民主的方式处理分歧意见提供了训练机会。在

这种社会性组织中, 人们可进行密切的合作, 形成稳定的规

则, 可对他人的行为形成稳定预期, 从而使生活成本最小, 并

获得某种归属感。同时, 各种社会性组织的自治, 本身就构

成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如果各个社会性组织能够进行有

效自治, 人们就将习惯自己解决自己可能面临的大部分问

题, 而不必依赖国家, 这样国家权力就可被控制在最小的范

围内。

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 只有从小事入手 , 学

习如何以民主的方式生活, 才可能逐步培养出民主传统, 从

而为整个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 农村非

政府组织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民的政治参与, 培养农民的公

民意识。“公民的最大特征是平等, 它是社会中的平等成员 ,

政治地位平等, 人格平等, 法律面前平等”[ 11] 。公民意识是一

种社会意识 , 它包括国家意识、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公德意

识等, 增强公民意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社会由传统

向现代化转型的需要。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民身份意识, 即

公民对自己的身份的认识。农民公民意识的增强有利于消

除因身份限制造成的消极影响, 增强自己国家主人翁的观

念, 能够强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消除被边缘化的感觉 , 进而消

除信仰危机的消极影响。

3 .3 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 重建农民道德价值体系  在熟

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旧的道德观念受到怀疑、

考验乃至批判, 而新的道德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

况下, 农民所经受的无助感、疏离感是非常强烈的。“没有价

值体系的状态就是一种心理病态。人类需要一种生活哲学、

宗教或一种价值体系, 就像他们需要阳光、钙和爱情一样, 没

有价值体系的人往往感情冲动, 并持有虚无的、怀疑一切的

态度, 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12] 。所以, 重建农民

的道德价值体系是刻不容缓的。“由于文化传统、观念的形

成与更新是一个极其艰难和缓慢的过程, 传统文化中的思想

观念潜藏于人的灵魂深处和各种有形无形的堡垒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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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独立行使自己的职能, 同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政府的监

管职能。该环境管理部门有权根据各个乡镇企业的污染状

况, 征收一定的环境污染税, 并对该经费统一管理, 将其作为

环境保护的专项基金, 统一用到治理乡镇企业污染和环保技

术设备投资上。通过这种税收方式, 可培养各乡镇企业对环

境保护的责任感, 实现环保经费与地方财政的分离; 乡镇企

业的环境污染税直接流向基层独立的环境管理部门, 而从环

境管理部门流出的环保经费直接用于地方的环境保护。总

之, 应将环境管理职能部门与地方政府分开, 其经费来源也

应该脱离地方政府 , 从而有助于加强环境执法能力。

图2 农村环境管理机构的转型

Fig .2 Transition of the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agenciesinru-

ral areas

3 .4 充分运用环境经济手段  首先, 加大农村排污收费监

管力度。在当前农村居民环境意识普遍薄弱、农村环境市场

不甚完善的前提下 , 使用经济学手段中的排污收费制度是最

理想的方法。让污染者承担其造成环境污染的外部效应, 是

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有效手段。目前, 我国已经颁布了《排污

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依照该条例, 在我国已经建立起相

对完善的排污收费制度。因此, 应当加大在农村地区的普及

力度。关于这一方面可以适当参考美国环境管理的经验。

其次, 在优先发展的农村地区可以推行环境标志制度。

运用这种特殊的市场经济手段, 通过消费需求、市场竞争引

导产品生产 , 使企业在生产中实现全过程控制 , 提高综合效

益[ 1] 。例如, 在我国东部的一些较发达地区的农村, 农村居

民的环保意识普遍较高的前提下, 可以考虑使用这种手段。

但是对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 不适宜采取这种措施, 但可以

有意识地引导农村居民购买环境标志产品, 通过市场供求关

系自动调整企业的生产行为, 推动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

3 .5  完善环境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在现行的环境管理

体系中, 应着重加强公众参与的机制。国家环保总局于2006

年2 月22 日正式公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简

称《暂行办法》) , 其中规定公众参与的6 种情况、5 种形式[ 8] 。

这是我国环保领域第一部针对公众参与问题而制定的规范

性法律文件, 标志着公众参与的合法性地位的确立。目前大

部分农村居民并没有意识到当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8] , 因此

应以《暂行办法》为契机, 完善基层环境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机

制。比如, 可以建立农村基层民间环保组织 , 调动农村居民

环保的积极性, 引起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自觉关注, 了解环境

污染对自身及后代在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中的不良影响, 培

养村民对环境的责任感, 使他们积极参与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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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观念的变革不像政治、经济架构的改造那样能立竿见

影”[ 13] 。对传统文化, 可以有选择地加以转化, 去其糟粕, 取

其精华, 努力淡化或去除传统神秘文化对人们的迷惑和影

响, 彻底铲除邪教滋生的土壤。

4  小结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国家控制动员体系的松动, 各种社

会性组织得到了一定发展, 宗族观念、宗族组织也有所抬头。

必须重新认识宗族的作用, 宗族观念是和传统儒家思想分不

开的, 可以说, 传统儒家思想是中国西周族群社会, 族群本位

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在思想、观念中的体现, 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就是孟子讲的那句话:“人各亲其亲、长其长, 则天下

平”。它是具有同一血缘关系的群体应对社会不确定因素的

产物, 它具有要求其成员之间互助、合作的功能, 使得农民具

有一定的归属感, 并能形成按规则办事的习惯。对宗族不能

全盘否定, 政府要制定政策加强引导, 努力消除其消极影响 ,

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在现阶段 , 消除农民信仰缺失的消极影响 , 必须鼓励并

保护正当的宗教信仰, 大力宣传科普知识, 在农民中养成尊

重科学的生产生活习惯和良好的风气, 反对封建迷信和邪

教, 树立明礼诚信的风气 , 培养诚实守信的道德操守 , 形成崇

尚自由、争取个人权利、维护尊严等观念, 重建自己的道德规

范。农民遵照道德规范展开的社会性互动, 能改进社会治理

所需要的规则, 从而推动社会组织与制度安排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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